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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陈其泰与林甘泉两位教授已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事这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陈

其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跋蒙文通先生〈致张表方书〉》 ( 《四川大学学报》2008 年

第1 期) 、《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 《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

版) 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文中，不仅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之关系进行了考察，而且

从谭其骧、唐长孺、蒙文通、徐中舒、赵光贤等人的学术实践上予以阐发。林甘泉先生在《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 《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指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杨向奎、王

毓铨、孙毓棠、张政烺等学者具有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此外，张越教授的《新中国建立后十七

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 《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2 期) 一文对此课题也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 傅斯年语。参见何兹全: 《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 年第 7 期。

·专题研究·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张 峰

(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

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
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
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
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

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 新历史考证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政烺; 古代社会性质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异彩纷呈，产生了众多的史学流派，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应数新历
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这两大流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在 20 世
纪上半期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此一时
期，新历史考证学派因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在治史理念与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当时接受
唯物史观指导的新历史考证学者人数众多，张政烺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

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以博闻强识、考证精密而名闻学林，在学界素有“小王国维”②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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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员健将。在古史研究领域，他相继撰有 《猎碣考释》、《“平陵陈 立事岁”
陶考证》、《〈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 字说》、《六书古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
等考证名文，受到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名家的赏识。张政烺在治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
“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容易接受唯物史观。①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对张政烺的治学深有浸染。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张氏便与
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 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的经济
和政治下了不少工夫。② 尤其是，他在 1936 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③ 201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 《张政烺批注 〈两周金文辞大系
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做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
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
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研究金文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
就，主要原因在于郭氏 “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④

再者，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张政烺说: “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
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⑤ 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
取得指导地位，张政烺因受时代影响，也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工作。
张政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积极自觉的。20 世纪 50 年代，他执教于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从其编订的《先秦史讲义》来看，其间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唯物史观的指导。⑥ 根据当
时聆听张政烺先秦史课程的王恩田说，高教部组织编写《中国史教学大纲》，申明要按照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观点编写，而张政烺是高教部《中国史教学大纲》先秦史部分唯一指定的起草人，“《大纲》
经过全国史学界反反复复广泛深入的讨论获得通过和定稿，不仅是对《大纲》本身，也是对 《大纲》
先秦部分起草人苑峰先生马列主义水平的肯定”。70 年代，王恩田曾向张氏谈及不同意以 “殉葬”作
为奴隶社会的标志。张政烺对此并未直接作答，而是拿出马克思 《马·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
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单行本，指出其中记载着在美洲大陆许多印第安
人部落“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
装饰品等等”。所以，王恩田认为张政烺手头放着刚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可以立刻告诉
书中的某个段落，“显然是认真读过，而绝不会是用‘马列’来装门面”。⑦

大体而言，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

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

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
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
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⑧ 张政烺
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他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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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主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 371 页。
吴荣曾: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 ( 史学篇) 》，《书品》，2005 年第 1 辑。
朱凤瀚: 《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著，张政烺批注，朱凤瀚整理: 《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

考释〉》下册，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张政烺: 《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637 页。
赖长扬、谢保成: 《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参见张政烺: 《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参见王恩田: 《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张永山编: 《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72 － 7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5 页。



指出: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探讨商代
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①

1951 年，张政烺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 《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
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经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但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
的是，此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指导相结合探讨商周的社会结
构问题。在当时的学界，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
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
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认为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
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时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 《诗》、《书》等先秦文献中
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 “三
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 “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
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 “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
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

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② 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
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于是张永山指出，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
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③

唯物史观的指导，推动张政烺对商代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他用三十余年

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 “众”作了考察。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
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
征的看法”。④ 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 “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
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 《卜辞 “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对 “众”与
“众人”的史料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
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
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⑤ 尽管 “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
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这一点，他在《殷契 “ 田”解》一文中对 “众人”的概念又作了进一步解
释: “‘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⑥

这种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厘清，无疑为我们
认识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匙。
对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

谈到要写一本著作《中国奴隶社会》，⑦ 以及 《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⑧ 《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
构》⑨ 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 “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
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瑏瑠 可见张政烺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
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林甘泉与张政烺共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多年。他
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 “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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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 《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 857 页。
张政烺: 《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 277 －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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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政烺: 《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 424 页。
赖长扬、谢保成: 《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①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

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 “假问
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
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

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
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

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
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 《甲骨文 “肖”与
“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 又作 《释甲骨文 “尊田”及 “土田”》一
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
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 “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② 这种层层深
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

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 “他 ( 指张政烺，引者) 的论著贯
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
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
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③ 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
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三、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并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言论与中国历史的实

际相结合，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生搬硬套、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而适马列主义之履
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机械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套入经典
作家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他将唯物史观融入实
证领域对“众”的身份所作的探索，便颇具典型意义。在当时，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按照古典希腊、
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视“众”为奴隶，且以此来理解 “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这种
对“众”的理解与张政烺将其纳入氏族组织、大量分析甲骨文材料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有着截
然的不同。正如张政烺所说: “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
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④

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实际作出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使张政烺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及

阶段划分能够另具只眼，提出了迥异于一般学者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存
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时期，而郭沫若等史家则倡导 “战国封建说”，这两派的学术论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时讨
论古史分期的主流观点。然而，张政烺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附和各家观点，而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解
读和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通过实事求是地对史料进行分析，进而提出 “魏晋封建论”的学
术主张。
“魏晋封建论”在张政烺 1951 年发表的 《汉代的铁官徒》一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中，
张政烺力图通过对汉代重要劳动产业身份的考察，借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性质，立意可谓以小见大。他
认为奴隶与铁器的冶炼、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战国时起，“冶炼的工人主要是奴隶，其次是穷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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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 《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页。
张政烺: 《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 860 页。
谢桂华: 《张政烺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张政烺: 《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 858 页。



人民不堪生活上的压迫，触犯了如毛的法令，被判处徒刑，因而亡命的人”。冶铁者的身份直至汉代
依然如此。张政烺指出，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设置 “铁官”，把制造铁器的权利收归政
府，禁民私铸。在当时，劳动者的身份主要有 “卒”、 “繇”和 “徒”三种。 “卒”是服兵役者，
“繇”是征发来帮忙的，两者均有 “临时性质”，所以只有 “徒”即 “刑徒”，是铁官控制下最基本
的劳动力。同时，他参以考古资料考证汉代墓砖记载铁官徒的身份即为奴隶，这同铁在战国一出现时
就同刑徒奴隶和亡命之徒结下不解之缘的传统正相吻合。因为铁工业是汉代社会的重要生产行业，而
主体劳动者的身份是刑徒奴隶，所以张氏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铁官徒的生活环境恶劣，备受奴
役，故而西汉末年铁官徒不断起义，“汉代的奴隶主政权开始崩溃。王莽虽然力谋妥协，想出种种折
中的办法，但是阶级矛盾是不可以缓和的，最后奴隶和奴隶主都起来反抗，结果建立在西安二百多年

来代表奴隶主的政权从此就倾覆了”。到东汉时期，“汉光武是大地主出身，看见了王莽失败的原因，
意识到封建主义在适合生产力上的必要，即位之后就接二连三的释放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开始衰落，
封建主义逐渐抬头，到魏晋时中国便步入了封建社会”。① 在 《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② 一文中，张
政烺又利用出土文物的资料记载，进一步论证秦汉刑徒的奴隶身份，其着眼点均在于说明秦汉时期的

社会性质与魏晋以下有所不同。
与此相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张政烺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 ( 封建社会部分) 》的草

稿影印件来看，“魏晋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亦隐然蕴涵其间: “原 《图谱目录》分篇编排，封建社会
部分，分为第三篇《封建社会前期》和第四篇《封建社会后期》，先生将两个篇名均行删去，改为以
章为单位，统一编排。将原第三篇第一章 《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 《兼并剧烈时期
———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先生删去其中‘封建’二字，
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原第四章《豪强大族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农民起
义的不断爆发》，先生把‘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数字删去。第十七章 《封建割据和短期统一》，
先生改为《魏蜀吴割据和西晋短期统一》，删去 ‘封建’字样。此章第一节 《封建割据局面的形
成》，先生删去‘封建’二字。凡此种种，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
说”。③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的讨论，见仁见智，但张政烺关于 “魏晋封建论”的学说，
自 1950 年提出之后，直到 1994 年他在接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采访时依然坚信地说: “我看封
建社会是魏晋以下。几十年了我都是这个主张。”④ 这种学术的自信，缘于他不空套理论，而是真正
做到了将唯物史观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体现。故何兹全评价
说: “50 年代初，刚刚解放，苑峰也在学马克思主义，当时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都不免生搬硬套。但
苑峰不是‘以论代史’，而是熟悉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从中国历史实际中看出魏晋时期正
合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就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戴到魏晋社会的头上。他不是 ‘以论代史’，而是
‘以史代论’。”⑤

作为一名新历史考证学者，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

的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重视史料考证，转而将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二者

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
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内涵，充实、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

责任编辑: 吴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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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Correlation between New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cusing on Zhang Zhenglang's History Study

ZHANG Feng

(School of History，Northeast 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9，China)

Abstract: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school of new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Zhang Zhenglang ( 张政烺)
learnt Marxism activel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He explored some significant theo-
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y means of combining the guide of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and the reali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research content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approach from pure textual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laying equal stress o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textualism． The new approa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school of new his-
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but also endowe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new connotation．
Key words: new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Marxist historiography; Zhang Zhenglang ( 张政烺) ; na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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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Ｒichard: the Beginner Who Opened
the Age of Political Comment in Newspaper

CHENG Li － hong

(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Timothy Ｒichar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al reform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by do-
ing missionary work，relieving the people in disaster，writing books，lobbying and running school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nduct Chinese upper society spiritually for him was to express his ideas by running news-
paper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Timothy Ｒich-
ard controlled the editorial affairs of Eastern Times and dominated the views on politics of Wan Kwoh Kung
Pao，by which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and the reform leaders，and thus creating the era
of the intervention of press in politics and realities．
Key words: Timothy Ｒichard; Eastern Times; Wan Kwoh Kung Pao;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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